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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省份层面研究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对发现碳减排潜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矩估计方法，对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 碳排放强度滞后项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高碳排放省份的动态锁定效应不容忽视。(2). 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成立。(3). 研发投入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人口、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作用。因此，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将是中国未来加速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潜力方向，同时如何缓解高碳排放省份的动态锁定效应也是未来低碳经济转型中需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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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gion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Based on 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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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key factors of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from province level has grea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discovery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In this paper constructe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and applied Syste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SYS-GMM) to study influ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lag variable of the explained variable (yt-1)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ed to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ynamic locking-in effect of high carbon emission cannot be ignored. Secondly, GDP per capita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factors, environmental Kuznets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Finally, R&D inpu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ed to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but urban population ratio, energy structur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continuing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main potential direction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regional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Simultaneously, how to relieve the dynamic locking-in effect of high carbon emission provinces is also a topic that needs attention for low carbo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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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低碳转型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如何加速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从中观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转型对策，有利于中国有限低碳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形势不容乐观。201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1.23亿吨[1]，在全球碳排放量中占比27.30%，且其占比近五年来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中国的碳减排2020年、2030年承诺以及2030年左右达峰的承诺相比，碳减排情况不容乐观。如何更好地安排中国碳减排路径已成为中国低碳转型研究中关键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各地区在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资源禀赋及减排投入、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必然会导致各区域在低碳减排路径安排中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2005年为基准，2016年东、中、西三大经济区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了56、62和3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降幅最高达到62%，高出西部近30个百分点。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将30省份分为五个梯度减排目标，分别为20.5、19.5、18、17和12个百分点，充分表明不同区域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特征非常显著[2]。在此背景下，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中央政府制定更加详细的碳减排方案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我国加速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以及兑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承诺。
1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中观层面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从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体系选择两个方面产生差异，进而得出不同结论。
[bookmark: OLE_LINK10]研究方法选择方面：当前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所使用理论方法一般分为两大类：基于分解分析的方法体系和基于回归分析的方法体系。第一类研究方法体系方面，包括指数与结构分解分析(SDA)。指数分解中，有拉氏指数分析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等[3]，其中LMDI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指数分解方法，宋梅等[4]、Boqiang Lin等[5]、张鸿武等[6]运用LMDI考察某行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Ya Weiqi[7]、张彬[8]、李玉敏等[9]、闫庆友等[10]运用LMDI方法从区域层面上分解驱动碳排放的因素。一般SDA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所研究问题展开分析考察。郭朝先[11]基于SDA和我国1992-2007年碳排放变动从整体、产业、工业三个角度上考察分析；Si-chun Xu等[12]运用SDA以江苏省为例考察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方面，主要是计量分析方法，应用较多的是I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王丽等[13]利用IPAT模型方法研究2003-201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气候对环境的影响；朱宇恩[14]等运用IPAT模型与Kaya恒等式相结合预测不同情景下山西省2015-2040年碳排放量及达峰期限。目前较少学者是利用传统IPAT模型进行研究，而是更多采用STIRPAT模型，从全国、省域或某一行业展开研究和分析。杨骞等[15]应用STIRPAT模型和中国1995-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全国、高、低排放组中各区域碳排放因素。Lixia Yang等[16]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黎孔清等[17]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来研究对南京市农业碳排放产生作用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文献可知，利用指数分解法展开因素分析结果直观明确，但是难以将偶然性随机因素考虑在内，其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计量分析方法中将偶然性的随机因素通过随机变量的形式引入，其研究结论更加具有针对性，被广大学者用于因素分析过程。与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相比较，面板数据扩大了样本容量，降低了共线性问题的产生，减少了参数估计误差，使参数估计结果可靠性提高。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估计参数，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建立STIRPAT模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从中观层面上研究对区域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因素的文献已非常丰富。佟昕等[18]研究发现GDP、城镇人口比率、人口总量对区域碳排放增加能够产生较大作用；李凯杰等[19]经过实证分析认为人口因素、人均财富的增长是CO2排放的驱动因素，而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抑制；周杰琦等[20]利用1995-2013年省际相关数据测度28个省域驱动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子，结果发现人口、技术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煤炭消费占比等因素是显著影响因子；Feng Dong等[21]基于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表明能源结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占比是碳排放显著影响因子；许士春等[22]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研究发现：经济财富、技术以及人口总量这三个指标是导致区域碳排放效率发生显著变化的因子；周杰琦等[23]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考察后发现第二产业占比、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碳排放产生显著作用的因子。对区域碳排放产生作用因子众多，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人口因素、技术水平是主要驱动因素，另外还有学者考虑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他因素。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中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多忽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对当期的影响，即主要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模型来展开分析，估计结果可能产生偏误，因此，本研究中将考虑被解释变量的连续性和惯性的影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使用SYS-GMM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计算出有效参数。因此，本文创新点在于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构建的省域层面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动态面板模型，利用SYS-GMM方法对模型系数进行了有效测度，修正原有最小二乘估计下因素分析结论，再通过逐一加上控制变量思路对参数稳健性展开研究。
2变量的选择及模型构建
2.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中央政府在制定的2020年和2030年二氧化碳减排承诺中，是以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基准制定，分别为40~45和60~65个百分点。因此，本研究中在确定减排路径安排中，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目标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其中：CO2代表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目前尚未统一公布其数据，主要根据化石能源消费释放的二氧化碳量进行测算，思路如式(2)所示：

                                     （2）
主要选取了8种主要能源品种进行测算（表1），由于中国电力生产主要以火电为主，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未将电力能源纳入测算过程中。式（2）中，E为各能源品种的消耗量，SC为标准煤折算系数，CF为碳排放系数。由于各能源品种消耗量以实物量来计量的，所以应该将计量单位统一，将所需数据换算为标准煤单位，其转换系数源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表1)。碳排放系数源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IPCC 2006)[24]。此外，式(1)中，GD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为了避免物价水平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本研究中选择统一折算到2000年物价水平下，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
表1 各种能源品种标准煤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
	能源品种
	煤炭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标准煤折算系数/(kg/kg)
	0.714 3
	0.971 4
	1.428 6
	1.471 4
	1.471 4
	1.457 1
	1.428 6
	1.330 0

	碳排放系数/(kg/kg)
	0.755 9
	0.855 0
	0.585 7
	0.553 8
	0.571 4
	0.592 1
	0.618 5
	0.448 3


注：天然气标准煤折算系数单位为kg/m3。
2.2解释变量的选择
Ehrlich等研究环境压力模型（IPAT）时认为一个经济体环境压力主要源自于人口、富裕程度以及技术的影响[25]。STIRPAT模型则是在IPAT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将影响环境压力因素分为结构类、规模类和技术类指标。基于此，本研究中将以STIRPAT模型为基准，将模型所有解释变量分为两类：核心解释变量和非核心解释变量，将IPAT中的人口、富裕度和技术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将其他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2.2.1核心解释变量的选择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AY)：作为反映地区富裕度的核心解释变量，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作为重要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检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引入模型变量中，其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因素(P)：中国人口因素变动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变动中，正处于人口快速城镇化阶段。本研究中采用人口城镇化率反映人口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由非农业人口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来表示，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研发投入(RD)：本论文中选择研发经费投入指标作为刻画地区技术进步的指标，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省份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
2.2.2控制变量的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反映国外技术溢出规模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以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刻画国外技术溢出的影响。其中，FDI采用货币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数据源自各省份年度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IS)：工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高碳类能源消耗主体，工业产业升级改造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与节能减排关键部门。因此本研究在该变量的选取中运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占总产值比重来反映，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能源结构(ES)：1978-2015年煤炭在能源消耗总量中份额高达70%，属于主导地位，煤炭消费增加是导致CO2量提升不可忽视一部分，因此该指标利用煤炭消费量比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反映，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统计资料大量缺失，本论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
2.3动态面板模型的构建

面板数据能够同时反映样本在时间、个体方面的信息，并且能够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个特定的影响因素来捕获个体的异质性，从而提高估计有效性，因此本研究中采用面板模型进行因素分析。考虑到上一期碳排放强度对本期可能产生作用，本研究将一期滞后项纳入到因素分析模型。本文利用上述计算出的2000-2016年相关数据，构建基础动态面板模型如式(3)所示，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表示随机误差项。

      (3)
2.4 模型参数估计方法的选择及统计检验
[bookmark: OLE_LINK5]模型参数测算常常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应用OLS假设前提为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但是解释变量中包括一期滞后项，会造成解释变量和扰动项相关，若利用OLS法时模型内生性将使所测算参数有偏和无效，因此Arellano与Bond等对OLS进行完善，得到差分矩估计方法，该方法将变量滞后项作为该模型的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对于参数估计的影响，从而计算出参数的无偏估计量，但该方法存在局限，例如，弱工具变量缺陷。因此在差分GMM基础上完善出系统GMM，弥补了差分GMM所固有的缺陷，提高估计效率[26]。因此本文选取SYS-GMM估计方法的估计参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OLS估计结果作为对照。
对模型参数估计所需统计检验如下：
[bookmark: OLE_LINK8]首先是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是协整检验的前提，因此当模型中所有变量处于同阶单整条件下才可以采取下一步的检验，发现论文所确定的被解释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间是否有稳定的均衡关系，避免了伪回归问题产生。计量模型中平稳性检验主要有Fisher-ADF与Fisher-PP检验两类。协整检验常常通过Pedroni与Kao检验实现。
其次是模型形式的选择检验。面板模型形式选择中主要采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F检验、可决系数(R2)以及对数似然函数(Log-likelihood)。其中，Hausman检验用于对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标准，后三个检验主要针对所构建计量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进行考察，以确定具体数学模型形式。
最后是模型合理性检验，主要采用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其中，Sargan检验假设其所构建的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若拒绝原假设，表示所选工具变量无效，而Hansen检验其假设模型中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拒绝原假设时，表示文中工具变量选取有效；运用Wald检验对估计参数整体线性进行考察，如果接受原假设，那么所估计参数整体线性关系是显著的；AR(1)与AR(2)分别对扰动项差分进行自相关检验，原假设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关系。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表2为所有变量平稳性检验所得具体结果：原变量序列存在4个变量未通过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可知原序列并不平稳；其一阶差分的变量序列在5%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可知，所有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可采取下一步的检验。
表2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原序列
	一阶差分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检验
	Fisher-ADF检验
	Fisher-PP检验

	

	26.279(1.000)
	27.121(1.000)
	188.428***
	193.364***

	

	143.883***(0.000)
	188.834***(0.000)
	86.396**
	96.349***

	

	55.669(0.563)
	97.914***(0.001)
	257.969***
	321.521***

	

	121.754***(0.000)
	103.587***(0.000)
	171.746***
	248.420***

	

	129.410***(0.000)
	77.302**(0.046)
	250.049***
	276.196***

	

	91.558**(0.003)
	35.456(0.992)
	136.134***
	143.792***

	

	52.344(1.000)
	38.841(0.975)
	249.590***
	272.677***


注：1)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伴随概率。
表3为协整检验结果，根据Pedroni检验中，Panel ADF与Group ADF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可知模型中变量间是稳定的函数关系。Kao检验结果可知，ADF统计量值是-5.55，通过1%显著水平下的检验。综上可知，模型中的变量间是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上述构建的计量模型可进行回归分析。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Pedroni检验
	Kao检验

	Panel ADF
	Group ADF
	ADF

	-3.86***
	-5.72***
	-5.55***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3.2模型形式选择的统计检验
首先，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判别。采用Hausman检验，发现其相伴概率为0.001，在1%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形式更为合理。
其次，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形式进行确定。其模型形式一般包括四种：混合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主要采用三种拟合优度检验实现，分别为F检验、可决系数以及对数似然函数。表4是三种检验具体结果，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的F统计量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性，说明固定效应拟合效果相对更优；其次，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的可决系数R2为0.940 8和0.944 7，明显大于混合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可决系数，且个体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分别是241.195 5和258.339 0，也明显大于混合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260.150 9和-239.124 6，因此个体固定和双向固定效应拟合效果与时间固定和混合模型相比较更为理想；再次，从R2与Log-likelihood值可以发现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拟合值相差较小，可以忽略。综上可知，本研究选择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形式。
表4  4种面板模型的检验统计量
	检验统计量
	混合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F值
	
	208.902 0***
	33.162 3***
	150.060 6***

	R2
	0.577 4
	0.940 8
	0.610 8
	0.944 7

	Log-likelihood
	-260.150 9
	241.195 5
	-239.124 6
	258.339 0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3.3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上述所构建的模型利用OLS与SYS-GMM进行参数估计，表5是所得具体结果。
表5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个体固定效应下）
	变量
	OLS法
	SYS-GMM法

	
	（1）
	（2）
	（3）
	（4）
	（5）

	

	0.828 9***
（35.20）
	0.929 2***
（27.72）
	0.925 4***
（27.55）
	0.806 4***
（8.57）
	0.768 1***
（7.39）

	

	0.052 4
（0.54）
	0.221 1**
（3.07）
	0.249 8**
（2.12）
	0.194 9*
（2.72）
	0.295 4*
（1.85）

	

	-0.016 3*
（-1.68）
	-0.028 5***
（-2.58）
	-0.032 3***
（-2.61）
	-0.036 9***
（-3.01）
	-0.037 8**
（-2.18）

	

	-0.079 8
（-1.17）
	0.034 0
（0.29）
	0.050 0
（0.42）
	0.167 0
（1.18）
	0.207 8
（1.41）

	

	0.014 6
（0.82）
	-0.01 0
（-0.49）
	-0.007 8
（-0.37）
	-0.044 5
（-1.61）
	-0.053 9*
（-1.87）

	

	-0.007 1
（-0.98）
	
	-0.008 2
（-0.70）
	0.009 4
（0.51）
	-0.000 4
（--0.02）

	

	0.085 5***
（2.75）
	
	
	0.155 4*
（1.77）
	0.172 8*
（1.85）

	

	0.045 3
（1.62）
	
	
	
	0.055 0
（1.07）

	常数
	-0.190 2
（-0.59）
	-0.271 0
（-0.86）
	-0.536 9
（-1.09）
	0.207 5
（0.35）
	-0.338 0
（-0.40）

	F检验
	0.000
	
	
	
	

	R2
	0.988 5
	
	
	
	

	Wald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Sargan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Hansen检验
	
	1.000
	1.000
	1.000
	1.000

	AR(1)检验
	      
	0.000
	0.001
	0.006
	0.005

	AR(2)检验
	
	0.260
	0.266
	0.296
	0.319


注：1）***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差项。
依据上述结果，对比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发现，SYS-GMM得到的的参数估计结果与OLS得到的结果存在明显区别。其中：人均GDP和研发投入，这两个变量由不显著变量变为在10%水平下显著的变量，其中人均GDP的估计参数由0.052 4提高到0.295 4；研发投入和城镇化率，这两个变量的估计参数的正负号发生变化，研发投入由正向效应转变为负向效应，城镇化率有负向效应转化为正向效应；其它的解释变量所得系数发生变化但是没有较大变动。
模型(1)F检验所得伴随概率是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构建回归模型较优。模型(2)~(5)通过1%水平下的Wald显著性检验，说明(2)~(5)整体线性关系是显著的。Sargan检验中伴随概率在四种动态模型形式下均为0.000，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碳排放强度的滞后项应该加入模型中。根据Hansen检验的结论，伴随概率为1.000，接受原假设，表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是影响当前碳排放强度的重要变量。综上可知，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结论，碳排放强度的滞后项应该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中，应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因素分析。AR(2)检验P值小于0.05、AR(2)检验P值都大于0.1，说明模型(2)~(5)误差项的一阶序列是相关的，而二阶序列并不相关，说明利用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的滞后一期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较为合理。
模型(2)是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根据表5发现，碳排放强度一期滞后项和人均GDP以及平方项的估计参数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城镇化率和研发投入的估计参数并不显著；模型(3)是在模型(2)所选变量基础上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加到模型中，上述变量显著性水平没有变化，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它解释变量影响较为微弱；模型(4)表示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得出的估计结果，在加入产业结构这一变量之后，该变量系数通过10%显著水平下的检验，说明工业行业对降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较大作用；模型(5)中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结构，对比发现：原来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不显著的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变得显著，原因可能是研发投入并没有直接作用在碳排放强度上，而是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发挥作用。另外，模型(5)包含了所有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估计，并且不同变量的估计参数没有发生较大的波动，因而认为模型(5)的参数回归结果最优良，以此展开因素分析。
3.4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表5中模型(5)参数估计可知，滞后一期碳排放强度、人均GDP一次项、产业结构三个变量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人均GDP平方项、技术进步对区域碳排放强度显著抑制。城镇化率和能源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但是这三个解释变量估计参数并不显著。
碳排放强度一期滞后项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且具有正向作用，模型滞后项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当期碳排放强度波动0.768 1%，表明降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时滞性。通过调整工业资本、能源结构等因素来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滞后效应，因此，碳减排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人均GDP估计参数是0.295 4，并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表示人均GDP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明显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GDP上升速度一直是7%左右，大量消耗高碳类能源，且煤炭占据主导地位。人均GDP平方项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估计参数为-0.037 8，在模型(2)~(5)中人均GDP系数均是正数，二次项系数均是负数，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具有稳健性，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这两个变量间有倒“U”型关系，该结论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郑丽琳，朱启贵[28]；许广月，宋德勇[29]等）。
城镇化率的估计参数不显著。表明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人口在城镇集聚，人口地理分布结构发生变化，但是并未对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公民环境保护思想意识越来越强，整体素质水平也上升。
区域研发投入因素在10%水平下显著，且估计参数是负数，表示研发投入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有明显作用。技术进步是节能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研发投入增加直接促进技术进步，技术水平提升一方面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另一方面促进我国高新产业发展，经济由高碳黑色型向低碳绿色型转变，因此研发投入可以从多个方面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外商直接投资估计参数较小且不显著。外资的进入会挤出部分低效率的企业，促进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但是也面临发达国家可能通过对外投资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问题。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不显著，说明“污染天堂”在中国不成立，但同时也表明对碳排放没有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在10%显著水平下，产业结构的估计参数是0.172 8，工业比值波动1%，碳排放强度会提高0.172 8%，因此工业行业产值占比的提升会使得区域碳排放显著提升。我国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能源密集型产业带动，工业行业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同时也是碳排放的主体。工业行业碳排放量约占总量80%，占比较高，所以我国产业升级改造应重点考虑工业行业，释放其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能力。
能源结构估计参数并不显著，说明煤炭占比与碳排放强度关联度较低。中国经济正处于低碳转型的重要阶段，虽然在逐步减少能耗，但是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基数大，且对煤炭依赖性较强，能源结构调整需要一段时间，短期内并不能对降低碳排放发挥较大作用。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4.1主要结论
经过以上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SYS-GMM法所得参数对普通面板下OLS法所得参数修正。人均GDP和研发投入，这两个变量由不显著变量变为显著变量，通过显著性10%的检验，其中人均GDP的估计参数由0.052 4提高到0.295 4；研发投入和城镇化率，这两个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正负效应发生变化，研发投入由正向效应转变为负向效应，城镇化率由负向效应转化为正向效应；其它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没有较大的变动。
其次，SYS-GMM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被解释变量一期滞后项、人均GDP、产业结构波动1%，碳排放强度将分别发生0.768 1%、0.295 4%和0.172 8%的变化，这三个因素对区域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每变动1%，碳排放强度将发生-0.053 9%的波动，其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负向效应，而人口因素、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三个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均GDP估计参数是正数，其平方项的估计参数是负数，其估计值分别为0.295 4、-0.0378，且分别通过10%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4.2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在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方面得出下面两点政策启示：
    第一，大力发展绿色技术研发，促进其向生产应用，探索破除现有“锁定效应”的有效途径，是未来中国加快低碳转型的根本手段。研发投入对CO2排放产生显著影响，政府应该重点考虑发挥其在低碳转型中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CO2释放作用并不显著，未来加快绿色技术进步着重考虑因素。政府可以兼顾自主研发与国际技术转移吸收并重，解锁出更多高效的绿色技术，同时解决绿色技术面临的转移转化和投融资两大难题。目前上海已经试运行绿色技术银行，信息平台、金融平台在试运行，转移转化平台正在建设，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尽量投入到项目建设中，推动我国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与绿色技术创新。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推动低碳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因素对区域碳排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工业产业是我国节能减排的关键点，政府应该提高绿色低碳产业比重，适度控制工业产业占比，尤其是重工业行业，如钢铁行业、冶金行业、机械等，同时加快蓄热式燃烧技术、工业冷却循环水系统节能优化等节能低碳技术推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基础，政府应该通过补贴扶持清洁能源产业，开发核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提高天然气、风能、海洋能等清洁能源使用比例，通过税收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倒逼企业技术升级改造，降低对煤炭依赖程度。同时引导公众的消费方式和出行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使逐步接近零碳生活，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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